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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价值到相对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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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哲学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是否存在“普世价值”是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文章用唯物史观解释了中西方文明如何在

实践中生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民族价值，以作为各个文明内部形成共识的价值标准。由此提出世

界各民族在其相互交往的实践中，将会逐步生成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价值形态，以作为相互之间的

交往法则的价值标准。这种普世价值现在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中。西方国家把其特殊历史形成的特

殊价值体系作为普世价值强加于全世界，只能引起世界的价值分裂与冲突。而中华民族所倡导的

“和谐”理念，将会在实践中促进相对普世价值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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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ational Value to Relative Univers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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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of Center of Research of Economic Philosoph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how the national valu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have been generated in history respectively in each civiliz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ach of them works as the value norm to form the consensus of the people 

within each society. The relative universal values would be generated gradually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hich are the norms of interactions of people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ese relative 

universal values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toda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est attempt to 

impose their own value, which has been formed in the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imposed, o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s the universal value.  This will lead to nothing other than the conflict and split 

of value in the world.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advocated by the Chinese will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elatively universal value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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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也可译为“普

适价值”、“普遍价值”)？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广泛关

注的问题。对此问题大体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其

一认为既然有人类，就必然存在着全人类的普世价

值，因此“拒绝普世价值，如同自拒人类”[1]。有学

者认为，普世价值就是人的普遍需要，“这样的‘普

世价值’自然而然地存在，理所当然地成立，而且其

数量不胜计数，本无须大惊小怪。”[2] 与其截然对立

的观点则认为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价值，因而不存

在超阶级、超国家的普世价值。主张有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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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通过‘普世价值’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

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结构”[3]。在

各自阐发自己观点的过程中，争论的双方都提出了

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加深了人们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这种讨论非常有益，有助于

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及其重要性。但是这两种对立

的观点，都有无法避免的缺陷。主张“有普世价值”

的观点，在理论上会陷入抽象人性论的旧窠，导致

“普世价值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在实践上

则容易产生这样的误区：将当今世界强势力量所奉

行的价值作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使其沦为国际

资本力量在全球化中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而“不

存在普世价值”的主张，在理论上会陷入全球人类

没有共同伦理标准、只能各行其是的道德相对主义，

在实践上难以解释我们在处理全球共同事务与协调

各国关系时所奉行的共同价值准则。这就使我们在

“有没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困境。 

产生这种两难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述两种

对立的观点都潜在地把“普世价值”当成既成事物，

当作“西方价值”的同义词，由此陷入了“非此即

彼”的形式逻辑陷阱。实际上，“普世价值”并非关

于“人的本性”的抽象人性论范畴，而是一个社会

历史范畴。只有通过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分析，

才能确定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进而确

定什么样的价值才是“普世价值”。 

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与当代实践的分析，我们

将发现：一切价值体系都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产物。

历史上各个文明的发展进程生成了各个民族的价值

体系，它们都曾经在各个文明内部被视为“普世价

值”。而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

的价值体系不断交融与碰撞，自然需要生成与其相

应的全球性普世价值，以作为各个国家与文明在其

交往过程中共同奉行的合法性准则。因此，“普世价

值”并非本来就有，而是具有一个“从无到有”的

历史进程，它由世界各个文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

共同建构而生成。在今天，这个历史过程尚未完成，

相对的普世价值的内涵仍然处于历史发展进程之

中。中华民族应当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全球文明

一起，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且积极为真正的普世

价值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分析作为历史范畴的“普世价值”的生成，

首先需要简略地回顾中西方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各自

生成的价值体系，进而分析各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

中如何共同建构普世价值。 

一、中西方民族价值在历史实践中生成 

通俗地说，价值就是人们评判事物(主要是社会

行为)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和优先次序的准则。每

个人都有其秉赋与偏好，并且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

系中，从事各自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形成其“个体

价值”，即个人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准则。社会关系

相近的同阶级、同阶层的人们，具有共同乡土文化的

人们，会形成各自的群体价值。我们把这些群体价

值称为“特殊价值”，这些群体不是相对独立的社会

单元，其间必须相互交往才能构成作为整体的“社

会”，因而其奉行的特殊价值不一定是全社会共同 

认可的价值。这里讲的“社会”，也即“文明”，是    

汤因比所说的“可以说明问题的单位”[4]，也即由人

们的交往行为构成的相对独立的总体社会交往   

结构。 

由个人、阶级与群体组成的社会，必须有一套 

能够形成集体意志与集体行动(如维护社会秩序、操

办公共事务、国防等等)的机制，否则作为独立行动

单位的“社会”就无法存在。而这一机制的基础是

一套公认的价值评判标准，以及体现这些价值标准

的程序规则，只有遵循它们形成的集体意志与集体

行为，才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合法性认可。于是这套

标准与规则就构成了该民族认可的共同价值，我们

称为“民族价值”。在古代，各个民族的社会成员往

往会将自己的“民族价值”视为天然合理的“普世

价值”而无条件地遵奉，因为若不如此将会动摇其

权威性，社会就会面临解体。于是各个文明必然会

形成各自的“普世价值”，然而它们实质上只是各个

民族内部的“普世价值”。历史事实表明，各民族所

遵奉的“普世价值”并非由所谓“普遍人性”所决

定，而是由各自的社会实践基础所决定。中华文明

与西方文明都是如此。 

古代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世代定居的农民是

其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农耕和全国性兴修水利是维

系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

活动基础上，持有各种个别价值的个人与群体，必须

形成某种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作为维系农耕社会

秩序、进行全社会集体活动的合法性基础。这种价

值体系，首先是将血缘关系伦理奉为最重要的价值，

从而将血缘关系(包括血亲关系与姻亲关系)作为凝

聚社会成员的基本纽带。血缘组织成为最基本的社

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中国最基本社会结构的“差序

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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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

的中心。„„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

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的性质。亲属关系就是根据生

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个网络像

个蜘蛛的网。”[5]
 而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则是国 

家权力系统，由此产生了封建等级观念也成为基本

价值，以维护农耕大国的国家权力体系。而这种等

级秩序又贯穿着血缘伦理法则，它要求下级敬畏与

服从作为“父母官”的上级，而上级则如同父母爱

护“子民”。贯穿这种“家”“国”价值体系之中的，

则是追求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这是大河流域的农

耕实践和抵抗外族入侵威胁的民族所必需的价值观

念。血缘伦理观念、封建等级观念和追求大一统的

爱国主义，这三种价值观念通过历史过程的冲撞与

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汉代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民族价

值。中国古代社会将其奉为符合天理的“普世价值”，

成为评判与决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些公认价

值准则是建构中华古代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所需要

的。而从今天的社会实践看来，这些观念既含有追

求社会和谐、国家和平统一等积极因素，也含有血缘

社会与等级制度的落后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6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社会主

义的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刻变

化与巨大发展，今天中华民族所认可的“普世价值”

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形成立足于优秀传统价

值基础，扬弃其落后成分，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

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现代西方社会所奉行的价值体系，同样是西方

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实践的产物。在文化传统上说，

西方文明含有“两希”(古希腊与古希伯来)文化基

因。古希腊社会总体上说是由来自地中海世界的移

民所组成的城邦市民社会。这种由独立的移民组成

的社会很自然地以“独立自由的个人”为本位[6]。

在此基础上要形成社会，必须确立一套共同认可的

价值体系，作为评判集体意志与集体行为的标准。

而独立的个体移民不可能像世代定居的农民那样，

以共同的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作为共同标准，而是

以某种独立于个人之外的某种“客观法则”作为标

准——这就是客观的“理性法则”，以此作为全社会

的“普世价值”。苏格拉底的格言“美德即知识”表

达了这种价值取向：如果人们的言行都遵循客观理

性法则(知识)，那么人们之间就会取得一致，因而遵

循理性的行为即是美德。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引导

下，产生了古希腊的科学、哲学和逻辑，遵循理性的

辩论成为古希腊人形成集体意志与行动的基本程

序。然而旷日持久的理性辩论往往会失效，为了弥

补理性之不足，古希腊人发明了票决制程序，也即民

主(democracy，意即“多数人的统治”)。个人自由、

客观理性和民主成为古希腊社会所奉行的公认的

“普世价值”。它并非人的本性所决定，而是移民社

会的实践所决定。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定居的农耕文明，古希腊文

明是移民的城邦文明，那么失去祖国的犹太民族所

建立的希伯来文明，则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同民族

的“流民”社会的文明。犹太民族既不可能通过统

一的国家权力机构与血缘关系网络，也不能通过理

性辩论和票决制来形成共同的意志，而只能依靠对

超自然力量——唯一的上帝的共同信仰来形成集体

意志与行动，由此产生了“信仰主义”的价值体系。

这种信仰主义并非空泛的信念，而是通过信徒日常

生活中的践约行为(遵循明确的“摩西十诫”等教规)

来获得上帝的保护，其中最重要的是严禁偶像崇拜

来维护上帝的唯一性与神圣性。这就是希伯来文明

所特有的信仰主义价值体系，是犹太民族在其独特

的社会生活中创造的价值体系。 

犹太教的信仰主义价值基因，通过基督教的发

明与传播而成为整个中古时期西方世界的共同价

值。它们与古希腊理性主义文明相结合，产生了中

世纪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价值体系。信仰主义是其

核心，而理性只是神学的婢女。这种价值体系实质

上是中古时期社会实践的产物，因为处于诸侯割据

的分裂的欧洲，需要通过对共同的唯一的超自然力

量——上帝的信仰来维护其精神与文化上的统一。

而古希腊的理性主义遗产则沦为加强这种信仰主义

的工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诞生与发

展，蛰伏于信仰主义桎梏中的个人价值与理性主义

精神，凭藉资本的力量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因为新

兴的资本家需要自由市场来进行资本扩张，同时需

要科学理性来发展经济。于是，古希腊的个人自由

与理性主义精神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

复兴，这就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指古希腊

罗马文化复兴)，由此逐步生成近现代西方价值体

系。这种西方价值体系的基础是资本化了的个人主

义的“自由与理性”，而其实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

的“民主与科学”，总而言之，“自由与民主”是这

种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这一套价值体系在精神上扎

根于西方文明几千年历史实践的积累，在物质生活

上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需要，它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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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而随着资本主

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深化，这一套价值体系自身也面

临着深刻的危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这种

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已经不能适应西方现代社会实

践，因此西方价值体系也面临着进一步变革与发展

的压力。然而，国际资本力量为了自身全球扩张的

需要，却凭籍其掌握的强势资源，把这套在其自身本

国已经处于弊病丛生状态的价值体系强行推广到全

世界，以图统一全世界的价值体系。然而其结果不

但没有如其所愿形成“普世价值”，反而引起一系列

的危机与反抗，导致全球性价值分裂与冲突。 

二、强行推行西方价值的结果：全球 

价值分裂与冲突 

尽管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与中华文明等其他

文明的价值体系一样，都是各个民族的历史实践的

产物，具有平等的历史地位。然而在某些西方思想

家与政治家那里，西方价值体系都被描述为唯一的

符合人类天然本性的永恒的“普世价值”。根据这种

“普世价值”建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式民

主政体，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唯一合理”的制度安

排。一旦违背这种制度安排便是背离人类普遍本性。

这样一来，西方的国际资本势力便堂而皇之地以正

义维护者自居，通过和平演变、干涉他国内政、策动

政变乃至直截了当的武装干涉，来强制推行这种“普

世价值”。于是，本来作为西方文明的历史产物的西

方价值体系便成为国际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意识形

态工具。那么，这种强制推行的“普世价值”产生

了什么结果呢？ 

应当承认，使个人从封建等级制度与神权的禁

锢下解放出来的“个人自由”，具有伟大的历史进步

作用。然而这种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现过程

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性。因为社会并不是由

处于平等状态的原子式个人的集合体，而是具有各

种社会关系的人们组成的系统。现实中的每个人都

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在各种资源(包括资

本、财产、传媒、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等)的所有权

与支配权上差异悬殊。这种资源上的不平等，必然

造成个人拥有的“自由”不平等。而这些资源之间

具有支配性与被支配性的物质关系，使那些掌控系

统性的强势资源的资本成为限定他人自由的异化力

量，从而“自由的社会”实际上成为资本支配劳动、

大资本支配小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物质资本的“支

配性社会”。因此，建立在这种“个人自由”基础上

的民主社会将会成为被资本力量操纵的社会。发达

社会强制性地向全球输送“自由”价值，在其开初

时期也许能够由科学技术与市场的开放带来一定程

度的繁荣。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上述“支配

性社会”必然会出现，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在国

际竞争中，本来处于竞争劣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必将

在这种“自由”中处于被支配性地位。于是当代资

本主义体系的一系列矛盾将集聚到发展中国家，最

后集中到发展中国家的弱势阶层的头上。这是当代

世界动荡的根源。 

进而言之，这种以“个人自由”为本位的西方

价值，一旦强行输入和移植到与其并不匹配的发展

中国家的文化土壤上，不但具有上述固有缺点，而且

还会被各种社会力量放大和扭曲，从而产生出各种

各样的“自由民主”怪胎。例如，在一些具有部落

文化和教派文化的中东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将会形

成各种国际资本力量与地方势力、各派宗教势力争

夺操控政治权力的局面，社会分裂、民族分裂与贿选

腐败等现象将层出不穷，社会将陷入无穷无尽的动

荡之中。发达国家在中东、北非和西亚强制推行民

主化的进程，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 

上述状况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深切感

受到，强制推行的西方价值不仅在精神上伤害其原

有的民族价值，而且在政治状况、社会秩序与经济发

展上造成一系列困境，于是由国际资本扩张所产生

的矛盾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民族价值之间的冲突，也

即所谓“文明的冲突”。而反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民众

力量在各种民族主义与教派文化的旗帜下集聚，由

此演变成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7]，在今天已

经成为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这种“文明的冲

突”并非源于各个民族价值之间的差异，而是源于

国际资本力量把西方价值体系当作“普世价值”来

推行。因此强制推行的“普世价值”并非真正的“普

世价值”，它所形成的结果不是“价值统一”的国际

社会，恰恰相反，而是全球价值分裂的动荡社会。西

方国家的执政者们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

将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中。 

三、“和谐世界”理念：普世价值的生 

成之路 

既然被强制推行的西方价值并非“普世价值”，

那么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有，那么什么是“普



第 1 期                             鲁品越：从民族价值到相对普世价值                                  83  

 

世价值”？对此类问题的答案，我们同样要在人类

历史发展进程中去寻找。我们认为，随着资本全球

化的历史进程，各个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价值冲撞

与融合，从而呼唤国际社会达成某种范围和程度的

一致性，由此形成能够作为人类价值评判的共同准

则的“普世价值”。它不是历史上产生的某个民族和

文明的价值体系，而是世界各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

所创造的“民族价值”在当今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

共同结晶。 

资本全球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是用“炮舰政策”

开路的血腥历程，西方列强在用暴力进行资本扩张

的同时推行其价值体系。在这种暴力下，各个民族

文化处于你死我活的冲突中，无法形成“普世价值”

的生存土壤。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宣告这种“暴力

性全球化”必须结束，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以和平的

经济交往为主的新阶段，虽然局部性暴力扩张依然

不断发生。在这新的历史阶段中，能够产生出全球

性“普世价值”的历史过程，不是将某个文明和民

族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强制推行的过程，

而是贯穿“和谐世界”理念的全球化的历史实践。 

“和谐世界”的理念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追求“和而不同”

的“和谐世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理念，

也是当代国际社会处理各种共同事务与相互关系的

“商谈伦理”，是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的有效的

方法论路径。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在经济、

政治与文化上必然要发生深入的相互接触、相互交

流和相互依赖，建立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以达成某

种一致性乃是全球化过程的必然要求。而具有不同

文化价值与利益追求的国际社会成员要寻求这种一

致性，必须以具有“和而不同”的包容性的“和谐

世界”理念追求作为目标和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逐步形成共同认可的“普世价值”。因此，“和

谐世界”理念是能够生成“普世价值”的“元价值”，

它通过以下各方面的过程来不断生成当代“普世价

值”。 

第一，各国之间交往领域所发生的共同价值。

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必然要寻求共同遵循的规则，

因而必须寻求这些共同规则的合法性基础，这就是

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和谐世界

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没有这样的价值准则，就

无法评判交往行为的是非曲直，交往也将无法进行

下去。我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是对这

种共同价值准则的贡献。此外，联合国宪章、WTO

规则、各种国际惯例等，其背后都有某种正在形成的

共同价值准则。当然，这些价值准则尚未成熟，还有

许多不合理之处，它们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而形

成不断发展变化的普世价值。 

第二，处理全球共同事务时需要建立的共同价

值准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跨国性事务的日益增

多，每个国家内部事务都会产生全球性影响。例如，

温室气体排放、国际救援活动等都不再仅仅是各国

的内部事件，而是国际性事件。甚至各国的自然灾

害和经济危机，也会影响全球，进而影响全球各国之

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从而需要全球各国协同一致地

共同应对。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需要处理的全球性事

务，为此必须建立处理这些问题时应当遵循的价值

准则，如人道主义准则、生态环境价值等，遵循这些

价值准则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实现和谐世界的

必要前提。这些价值准则是正在形成的“普世价值”

的组成部分，它们在各国利益的博弈中不断变化与

发展。 

第三，各种重大国际性活动及其举办过程，促 

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交流与了解，从而逐步形成共同

认可的价值观念。这些共同价值观念深入到各国民

众的内心，乃至民众的行为习惯，从而形成“普世  

价值”。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巨大成功生动 

地说明这一事实。它们既是中国人民了解和吸收优

秀世界文化的机会，也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

价值观念的平台，它们使崇尚和谐的中国价值展示

在世界人民面前，并且逐步转化为世界认可的普世

价值。 

第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往来 

日益大众化，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各国公民  

交往日益频繁，如工商往来、学术文化交流、留学、

国际旅游等。在这些国际交往中，各国人民在保持

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必然要尊重对方民族的价值

准则，从而在相互尊重与相互了解的基础上，逐步形

成某种价值共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各个文明

之间会在越来越广泛的交往领域中形成“普世价

值”。 

第五，随着上述跨国家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广泛

开展，各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必然会发生相应

的改变，不仅发展中国家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发达国

家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于是，各个国家原有的民

族价值体系将会不再适应新的社会结构，从而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新的民族价值体系。这些

新的价值体系将会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价值，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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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统价值已经如此深入地积淀在民族心理、民

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之中，任何力量也无法将其根除。

与此同时，由于新的社会结构吸收了来自其他民族

的经济文化因素，因此各国必然会吸收符合其自身

国情、适合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来自其他文明的

价值因子，对其加以发展和改造。这样一来，经过漫

长的历史过程，世界各国将会形成既具有共同的“普

世价值”因素，也具有自身文化本质特征的新的民

族价值体系。 

因此，全球性“普世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历史

范畴，乃是贯穿着“和谐世界”理念的全球化进程

的必然产物，是世界各个文明与各个民族共同创造

的价值体系。今天，这种价值体系正在发展过程中。

中华民族将和世界各个文明一起，为这样的普世价

值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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